
第一节 概 况

一、人口分布与语言文字

四川省的满族，根据 1990 年全国

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共有 12195 人。

其中 4266 人集中在成都市，占全省满

族总人口数的 35 % 。重庆、攀枝花两

市 共 有 2748 人，占 总 人 口 数 的

22．5 % 。其余分布在绵阳、自贡、泸

州、宜宾、万县、涪陵、江津、凉山等八

个市、地、州。四川省的满族绝大多数

是城市职工和城镇居民，只有极少数

的满族人口从事农业。

满族原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

满语支。满文是 16 世纪末借用蒙古

文字母创制的。历史上，分布在全国

各地的满族由于长期散居在汉族中

间，和汉族交往增多后，满族普遍习用

汉语、汉文。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满文被废除。现在，只有黑龙江

个别边远乡村的少数老年人还会讲满

语，其他地方的满族一般都通用汉语

文，在今天推广的以北京音为基础的

普通话里，满族有其独特的贡献。

四川省的满族，至今只有极少数

80岁以上的老年知识分子识得几个

满文字母，能讲几句简单的满语。有

的满族家庭虽然还保留了亲属关系的

满语称呼，但在生活习惯上和当地汉

族人民已没有什么差别。四川满族从

其家庭成员来看，80 % 以上都有汉族

成员，几乎 100 % 的家庭都和汉族通

婚。

二、职业状况和文化教育

四川满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比较

高的。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

的满族知识分子人数所占的比例都居

四川各民族的首位。据 1982 年全国

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每 1000 名满族

从业人员中，从事科学研究、工程技



术、农业技术、医疗卫生等各类专业技

术人员为 384．6 人，汉族每千人中的

专业技术人员为 37 ．8 人。在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中，四川满族专业人员的

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比重也较高，

拥有不少的工程师、教授、医师、作家、

艺术家等。其中有在某一学科和科研

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满族专家、学者。

如中医骨科专家杜自明，医学造诣深，

继承和发扬了满族、蒙古族传统的治

疗骨伤医术，自成流派，是全国著名的

中医学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

医研究院整理的《杜自明治疗骨伤经

验总结》和《杜自明骨伤治疗手法》的

教学片，都是具有较高科研价值的重

要医学资料。

四川满族广泛地参加各项社会经

济活动。1949 年前职业不稳定和遭

受失业的痛苦，“主要是卖泡菜、卖香

烟、卖红薯、卖破烂”。食不果腹，衣不

蔽体。“据成都市真武宫 70 户满族的

家庭历史材料的调查统计，清末当小

商贩的就占 80 % 以上。在 38 户、70

名满族市民中，失业的人数占总人数

的 40 % ，职业不稳定而受到失业威胁

的约占 47 % 左右”。四川满族劳动人

民生活贫困，90 % 以上的满族子弟无

钱上学，其他的文化生活则更谈不上。

50 年代以后，四川满族人民的物

质文化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满

族人民过去失业和半失业的现象已荡

然无存。据 1982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

普查结果，现四川满族人口中除去在

校学生、退休人员及家务劳动者外，在

业人 员 已 占 其 15 岁 以 上 人 口 的

75 ．18 % 。并且人口的职业构成也有

了崭新的面貌。根据对 15 个行业的

抽样调查，从事于制造业的占满族全

部在业人员的 43 ．8 % ，居第一位；其

次是矿业开采、电力通信、地质勘探、

交通 运输、卫 生 体 育 等 行 业，共 占

28 % ；第三是建筑业，占 10．08 % ；第四

是文化、教育、艺术事业，占 7．29 % ；

第五是商业、服务行业，占 6．62 % ；此

外，仅占总人口数 4．17 % 的满族人口

从事于农、林、渔、牧业。

满族是重视教育，善于学习的民

族。50 年代以来，四川满族从根本上

改变了过去知识分子集中在满族上层

社会而劳动人民文盲众多的状况。据

1982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四

川满族人口文化结构状况是：每 1000

人中拥 有 大 学 生 78 ．29 人，高 中生

263．19 人，初中生为 298．94 人，小学

生 234．17 人。在四川 12 岁以上的各

族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所占的比例数

为：满族占 6．3 % ，汉族占 30．93 % ，其

他各少数民族的平均数为 62．63 % 。

四川满族的文化教育程度处于四川各

民族中的领先地位。



第二节 民族发展

一、四川满族的来源

满族的故乡在祖国东北的“白山

黑水”。清朝中叶，派兵驻守全国各重

要城镇和军事要塞，八旗驻防星罗棋

布，满族的分布也就遍及全国了。

四川满族，主要是清代驻防成都的

满族八旗兵的后裔。四川之有满族始

于清康熙年间，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

西藏骚乱，康熙诏命平逆。康熙五十七

年(1718 年)调湖北荆州驻防旗兵 3000

名来川，康熙六十年(1721 年)选留 1600

名永驻成都，成都这才有了驻防旗兵，这

些旗兵中的满族官兵是四川最早的满

族居民。驻防旗兵三年一换，后因交通

困难，最后一批也就不再换防了。清王

朝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在成都

设副都统衙门(后改为将军衙门)，由法

喀任副都统。不少满族文武官员渐次

调到四川各地供职。此后旗兵眷属陆

续迁入四川，直至乾隆初年。旗兵及其

家口共计 5000 余人，即在成都定居下

来。经过 200 多年的发展与变化，成为

今日成都的满族，即形成了四川满族的

主要部分。

二、清代四川满族的军事组织与

军事制度

八旗是清王朝建立的军政合一的

社会组织。将所辖居民分为黄、白、

红、蓝四旗，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

旗，合为八旗。八旗制度则是管辖旗

人的兵政合一的军事制度。

(一)驻防旗兵的编制与人数

成都驻防旗兵的最高长官是将军

或都统。下设副都统 1～2 人，副都统

下有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诸职，逐

级掌管平时旗营官兵训练、教育及旗

营诸事务。此外，直属将军或副都统

衙门管辖的还有左右两司，分别负责

办理官员升补、调任、旗营编制、旗兵

训练、官兵粮饷、户口及装备等事务。

官兵的编制共计 72员。此外，另设理

事同知 1 员(专司旗汉讼事)、笔帖式

2员(专理文书)，俱系文职。

成都驻防旗兵共编为 24 甲，1 旗

下率 3 甲。旗营士兵的编制主要有：

委前锋校、委前锋、甲兵、委甲兵、炮

手、匠役、步兵、养育兵、余兵等。

附：额设员兵情况：

成都将军 1 员，副都统 1员，协领

5 员。

佐领 19员，防御 24 员，骁骑校 24

员。

笔帖式 2 员，委前锋校 8 名，委前

锋 152 员。

甲兵 1296 员，委甲兵 240 名，炮



兵 48 名。

匠役 400 名，养育兵 384 名，余兵

500 名。

(二)旗兵的军事生活

驻防成都的满洲八旗兵，既是清

朝统治者镇压四川人民的工具，但本

身又是被压迫者和被统治者。他们是

被强制入旗当兵的，清制“八旗子弟人

皆为兵”，清代八旗兵的军事生活制

度，乃是平时牧畜，战时召集成军，入

关以后分拨各地。驻防便成职业军

人，代代都靠粮饷生活，不能搞其他生

产。并规定，旗兵按日操练，勤于射

击，轮流值班，谨候差遣。成都“满城”

内各驻防兵丁，除有军事行动外，便孤

守满城。旗兵平日除看守四门外，还

要到各级衙门服役。八旗官兵每年春

秋两季均要在西较场内的演武厅进行

大型操演，月朔凌晨，齐集大衙门，听

读“圣谕广训”，接受忠君的政治教育

和军事训练。其余时间，都在所属的

前锋营箭厅练习，甲兵由佐领检阅，前

锋由主管协领检阅。满城内旗兵没有

指派的外出差务，未经告假，不准离城

20 里，擅离营地便以逃旗论处。并且

还规定，不准旗兵与汉人接触，不准务

农、经商，也不准学习其他技艺。严格

的八旗军事制度和军事生活使广大满

族旗兵陷入无工农商贾之业可执，谋

生路寡，仕途门狭的窘境之中。

(三)旗兵收入和旗民生活

辛亥革命以前，满族的经济生活

是和军事生活密切联系着的，他们经

济的来源主要是依靠旗饷。满族旗兵

代代靠旗饷生活，旗饷为银、米两种。

饷以月而计，又称“月饷”。米以年而

计，又称“年米”。根据兵种不同，饷银

和饷米的数额也不一样。

从康熙到嘉庆时期，旗兵待遇比

较优厚，生活也比较稳定。成都驻防

的旗兵每人每月有粮饷，其中以马兵

待遇为最高，每月收入可养五口之家；

养育兵为最低，每月收入可养一口人。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财力

枯竭，八旗士兵的粮饷时无保证，加之

满族官员的窃取、克扣，士兵的收入实

际上得不到应有的数目，常引起士兵

的不满。清光绪三十年腊月(1905 年

1月)，在“裁停旗饷”的消息刺激下，

成都发生了“将军衙门事件”。事件发

生在一天早晨，旗兵操练完毕之时，有

一旗兵突然站在台上向所有旗兵说：

“到将军衙门去，找将军要饭吃去。”在

他的倡导下，部分旗兵即随同前往将

军衙门，门卫不让进入，遂与门卫发生

了冲突。四川总督赵尔丰闻知此事，

派其亲信——巡防军镇压。事件传到

旗兵驻防区，所有旗兵立即前来支援，

赵尔丰被迫答应了旗兵的条件，事件

才算平息下去。

辛亥革命以后，旗营解散，旗饷停

发，八旗制度彻底崩溃，平日只能当兵

吃饷的八旗兵丁开始了痛苦的转化。

八旗制度使多数满族人不具备谋生的



技能。他们经商无力，学艺又一时难

成，绝大多数满族旗民的生活陷入困

难的境地。据记载，当时典当过衣物

的满族占成都满族的 50 % 以上。更有

甚者，将所有物件变卖糊口，无可折卖

时，衣敝履穿，形同乞丐。一些满族人

为了谋求生存，暗地里做些小生意，如

“卖红薯”、“卖泡菜”、“卖针线”等。还

有一些靠出卖劳力为生，如拉人力车

等。据调查，当时在成都市真武宫的

38户满族中，拉人力车的有 18 户。其

中有父子拉车者 10 户，兄弟 2 人共拉

者7户。仅真武宫一处，一年中即饿死

10 多人，有的一家 3 口均被冻饿而死。

三、清代成都“满城”的状况及民

族关系

(一)成都“满城”的设置

清代，在八旗驻防之地为驻防旗人

修城别居，人们习惯称之为“满城”。对

附近老城而言，称之为“新城”或“少城”。

满城有两式：一是在驻地府州县

治附近数里，别择一地建城。一是在

较大的府州县治内独划一隅，迁原汉

民于外，内筑界墙或设界堆以别之。

清代成都的“满城”即属此式。

成都“满城”始建于康熙五十七年

(1718年)，为当时四川巡抚年羹尧调征

四川省内各州县的官吏、乡民捐资出力

修筑的。在成都大城内，筑城垣长约四

里五分，城墙高约一丈四尺，内居满族、

蒙古族旗兵，汉民称之为“满城”。

满城位于成都城西。在“以将军

衙门为中心，南起君平街、小南街；东

自半边桥至东城根街；北至八宝街、小

北街；西至同仁路，方圆约 10 里的范

围内。”满城四周城墙耸立，有城门四

道。南有安阜门(即小南门)，北有延

康门(即小北门)，东有受福门(即羊市

小东门)，西有迎祥门(即御街小东

门)。迎祥门城楼上挂有两道大匾，均

为白底黑字。向着满城里的那道匾上

书有“少城旧治”，向外的那道上题有

“既丽且崇”几个大字。

将军衙门，既是满城的腹心之地，

也是城内最重要的军事衙署，为乾隆

四十一年增设将军，四川总督文绶设

置。内有头门，匾额上写“帅府”，二门

上写“仪门”。二门以内有堂五：大堂、

二堂、三堂系办公之地，大堂前的牌坊

刻有满汉文写的“控驭岩疆”四个字。

四堂、五堂是内室。在将军衙门的大

门上悬挂有“望重西南”之匾额，衙门

前后都有八旗步兵营。衙门气势巍

峨，俨然王府。

满城内共有 40 多条街巷驻有满

族旗兵。各条官街内有数条驻扎旗兵

的小巷，小巷依北方旧习称之为“胡

同”。据清时记载，当时成都的满城内

“各胡同左右排比，如蜈蚣之足，城内

景物清幽，花木甚多，空气清新，街道

通旷”。从南到北，将军衙门宛如蜈蚣

之头，长顺街是身，排列在左右两侧的

各街巷如蜈蚣之足。长顺街以东为左



侧，依次有今八宝街、东二道街、半节

巷、过街楼、红墙巷、东马棚街、东门

街、长发街、黄瓦街、商业街等。长顺

街之西为右侧，排列有今西大街、西二

巷、三道街、四道街、焦家巷、西马棚

街、吉祥街、奎星楼街、栅子街、实业街

等。城内 8 条官街、33 条胡同，其中

一部分取有名称，另一部分则依顺序

称为一、二、三、四⋯⋯道街。

当年的满城内除有各级官衙兵房

外，城内还有八旗米仓、火器库、各类

八旗书院、祠堂寺庙等建筑，以及各旗

设置的小型练功场地，如弓房、箭亭

等。满城四门锁钥由将军等各级衙门

直接掌管，城门昼夜有领催(满语：拨

什康，兵营中的班长)、士兵轮班严守，

鸡鸣而启，鸡眠而闭。清代的成都“满

城”实际是一座大军营。

(二)民族关系的变化

清代驻防旗人的主要成员是满、

蒙古、汉军八旗兵丁。一旗所率的甲

数不等。成都驻防八旗以三甲为一旗

(其他城镇有五甲或八甲为一旗的)，

一甲、二甲为满兵，三甲是蒙古兵。当

时，成都驻防八旗只有满族、蒙古族，

没有汉军八旗。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大小

金川乱事平息。成都驻防八旗才增设

将军，设立将军衙门。除统率满族、蒙

古族八旗驻防外，还统辖汉军。成都

驻防八旗的上层与汉族官员和知识界

的往来日趋频繁。当时，在八旗高等

小学堂已开设汉文，由汉族教师任教。

汉族学生也有来此就读的。同时，不

少八旗官家子弟到汉人开办的学校读

书。随着满、蒙、汉各族之间的广泛接

触和交往，“清语骑射”的满族传统文

化逐渐被淡化。在八旗里讲满语的人

逐渐减少，讲汉语的人则越来越多。

那时在四川广泛流行的哥老会已有旗

人参加并当首领。满、蒙、汉族之间构

成了同窗、门生、故旧、部下等多种多

样的社会关系。

随着民间交往的逐渐增多，四川

满族在光绪年间已开始与汉族通婚。

不过，当时只娶汉族姑娘，满族姑娘不

外嫁；到辛亥革命以后，满族姑娘外嫁

比娶进汉族姑娘要多。在一些满族家

庭中，婚丧节日的繁琐礼仪大大减少

了，甚至连请安和满语称呼家人的习

惯也不保留。有的满族改变族籍；有

的满族使用汉姓。满族的姓氏是按居

地的地名或旗名称呼的，叫做“哈喇”。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满族很多人都将

其原“哈喇”或按意译，或按音译改为

了汉姓。

四、近代四川满族的政治和经济

生活

(一)辛亥革命前夕成都满族知识

分子动态

成都地区的满族于 1904 年前后，

已有部分富家子弟、八旗世袭后裔进

入四川高等学堂、四川武备学堂、铁路



学堂、警察学堂等等。那时成都的八

旗官学和义学都分别改为学堂，“一律

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所授科

目有数学、理化、英语、国文、音乐、图

画、体育等等，西方的自然科学成为学

堂的重要课程，西方的哲学和社会政

治学也在学堂中传播开了。在学堂任

教的多半是有一定进步思想的资产阶

级革命党人，他们传播了资产阶级民

主思想。辛亥革命前后，上学堂和出

国留学成为满族知识分子社会中的一

种新的时尚。与此同时，满族青年逐

渐认识了清廷的腐朽，不断增强爱国

主义思想。那时的少城书院，在祠堂

街(今四川电影院)与关帝庙(原成都

市图书馆)相对处，满族学生泰安听到

有讲变法的知名人士即前往从之。满

族教师杨卓甫，在课堂上公开讲授“清

廷腐朽，列强瓜分中国”等。多数青年

学生参加了辛亥革命前夕的反帝爱国

政治运动，满族社会产生了要求变革

的氛围，酝酿着反对清廷的情绪。

(二)四川保路运动

1900 年以后，作为辛亥革命前导

的保路运动开始了。川汉、粤汉铁路

都是由各省集资筹办，四川是按地租

的 3 % 出谷米作为铁路股本。在“国

有”的名义下，这些铁路被清廷没收干

净，路权又被清廷卖给了帝国主义。

1903 年，清廷准备将川汉铁路的建筑

权出卖给英国，四川人民立即起来抵

制，自动筹集股款，着手修筑川汉铁

路。四川的许多满族人士都成了股

东，一些农民也买了股票。1911 年 5

月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向英、法、

德、美四国银行订立筑路合同。四川

已经筹集的铁路股银，全不发还。对

这种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侵吞民众集

资的规定，四川各族人民强烈反对。6

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成

立保路同志会，后改为保路同志军。

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

保路同志会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

出版报刊，散发印刷品，向全省各地派

出讲演员，还派人到外省联络。保路

同志会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

并申明：并不是反对“路归国有”，而是

反对“名则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赋予四川保路运

动以强烈的反对卖国、维护国家主权

的爱国主义精神。

9月，清廷一方面派军队到四川

镇压保路运动，一方面命令四川总督

赵尔丰加强镇压，并多次要求驻防成

都少城的满族将军玉昆调八旗兵相

助。玉昆深不谓然，按兵未动。成都

驻防八旗士兵，大都不愿与新军作战，

其中还有人同情革命并支持革命。这

就使旗营避免了参加对保路同志军的

镇压，为辛亥革命中成都旗营“满城”

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

(三)成都“满城”的和平解决

1911 年 9 月 7 日，赵尔丰对成都

民众的请愿进行了血腥镇压，在督署



前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激起了全川

民众、特别是保路同志军的愤怒。四

川人民将保路运动推向武装斗争的形

式，经过成都附城之战、雅安起义、荣

县等 57 个州县的独立，赵尔丰的巡防

军已危在旦夕，无力抵挡革命的同志

军。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四川后，四

川人民的革命斗争进一步高涨，11月

下旬，重庆“蜀军政府”、成都“大汉四

川军政府”相继成立。12月 28 日，巡

防军哗变，赵尔丰被杀。此时，成都旗

营尚未解除武装，“满城”严闭自守，旗

兵不断在东城根街、八宝街、南较场一

带巡防，三营士兵则防守各城门。与

此同时，大汉四川军政府于“满城”四

周布重兵，防守在西御街的川东公所、

南较场的城墙及君平街、小北街等处，

战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满城”中

有主战者，也有主和者，玉昆意未决，

令旗兵勿妄动，不得鸣火器。“满城”

暂时保持着一种不绝如缕的和平态

势。

战事迫在眉睫，一些比较开明的

满族、汉族人士便出面谋求和解。当

时，满族知识分子赵惠明，同汉族谋士

徐炯，把和平解决成都旗营的方案提

到驻守“满城”的将军玉昆处。玉昆有

允意，并指定赵惠明等人共同做旗营

的工作。他们召集满族各界代表人物

开会 10 余次，商议“和解”之举。同

时，军政府亦派代表来宣讲民族政策：

“优与保护，决不妄杀旗人。”劝令旗兵

放下武器。当时四川满族哥老会首领

与民军中会党有联系，互通声气，促进

和解之议遂决。赵惠明等人在西较场

召集旗兵，讲述争取投诚、旗营和解的

好处。旗兵皆放下了武器，于是成都

战事得以和解，成都“满城”和平解决，

未造成满、汉人民的伤亡。这样，“清

朝的统治首先在四川被人民突破了”。

辛亥革命前夕，散居四川各地的

满族人民和其他各兄弟民族人民一

样，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

重压迫，有着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的要求。从辛亥革命揭幕之时起，四

川满族人民就和汉族及其他各兄弟民

族人民一道，站在斗争的前列了。

(四)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活动

在经济崩溃和政治破产的国民党

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

运动不断高涨。工人的罢工斗争，学

生的罢课游行，人民的武装起义，形成

了一股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强大洪流。

当“五四”爱国运动、“反饥饿”民主运

动在成都等地相继发生以后，四川满

族各阶层人民奋起战斗在这一斗争的

行列。

四川满族工人阶级的形成。满族

工人阶级的出现比较早，它几乎是与

汉族工人阶级同时出现的。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进一

步发展和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增加，

使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这

时期也正是辛亥革命以后，城市满族



社会分化最急剧的时候。在满族市民

中人数最多的，还是原先的旗兵和余

丁，自从停发粮饷以后，他们便开始自

谋出路。一部分旗丁当兵、当警察、当

勤杂人员；大部分则作小生意，拉人力

车，当泥瓦匠。妇女做各种手工活，当

佣工的也很多。找不到固定职业，是

当时满族市民的最大痛苦。虽然如

此，满族从事劳动生产的人，毕竟是增

加了。手工业工人在特种工艺、钟表

修理、鞋帽制造、木材加工、土木建筑

等行业中，比较集中；还有一部分参加

了近代工业生产。在成都、重庆、涪陵

等地，在这些地方的满族市民中出现

了一支具有生产技能的劳动队伍。他

们走进了工厂，在日益壮大的工人阶

级中，满族工人也在不断地壮大成长。

在厂的不少满族工人和汉族工人一起

进补习学校学习，在这里，不仅学习了

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逐步地接受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提高了自己的

觉悟。他们参加工会，积极地参加了

工人运动。在波及全国的“五四”爱国

运动中，参加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

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满族师生参加“反饥饿”运动。在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处于饥饿与死亡

线上的满族人民，为了争生存而参加

了民主运动。1947 年 5月，在成都，各

大、中、小学的满族学生都参加了以四

川大学为首所掀起的“反饥饿”运动。

据调查，参加游行的满族教师有 30 多

人，占当时成都市满族教师总数的

60 % 以上。满族学生写标语、做旗子，

参加罢课、示威游行，师生们高举“反

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幅标语，抗

议国民党反动派采取野蛮手段镇压学

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不少师生利用罢课之时，在街头

巷尾演讲，发放传单，进行多种形式的

宣传活动。在反“饥饿”的运动中，接

受了新思想的满族师生，爱国热情进

一步高涨，他们和汉族及其他各民族

知识分子一道，共同酝酿着推翻国民

党反动派统治的斗争新高潮。

“满族青年自学会”的革命活动。

成都“满族青年自学会”，成立于 40 年

代末，以后改名为“满族青年进修会”。

当时参加这一组织的有陈林涛、穆仁

溥等满族青年 30 余人。他们组织学

习党的土地政策、创办刊物、散发传

单，明了时局和任务，组织起来参加各

种争取解放的活动。1947 年以后，成

都有许多满族青年在革命斗争的风浪

中锻炼成长。苏继成同志在 1948 年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组织成都的满

族青年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党

组织派他深入“满族青年自学会”，进

行了较长时期的组织领导工作。

此外，还有安琪等满族青年于

1946 年奔赴解放区，献身于革命事

业。

长期以来，散居四川各地的满族

人民和其他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遭



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有着共

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要求。满、汉

人民社会政治地位的一致与经济文化

发展水平的接近，使满族人民和各民

族人民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五)民族关系的变化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满族人民和

汉族人民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日益增

强，民族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少，共同

性进一步增多。

语言文字方面 辛亥革命以后，满、

汉人民杂居共处，在一个经济整体中

共同生活，相互学习生产劳动技术，有

着文化上的共同交流。满族人民迫切

要求学习汉文化，许多人为了直接吸

收汉文化而逐渐放弃了学习满族的语

言文字。满族人改汉名的越来越多，

也就逐渐代替了满名。辛亥革命以

后，满语、满文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消失

了。

风俗习惯方面 随着满族语言、文

字的消失，居住四川的满族人在风俗

习惯方面与当地汉人已无多大的差别

了。满族有些传统习俗在辛亥革命以

后也逐渐消失，例如：“请安”、“跳神”、

“祭祖”等等。此外，在满族的婚丧嫁

娶节日里，一部分繁琐的礼节仪式大

大减少了。在饮食、居住、服饰及头饰

等方面均与汉族多已类似。

日常生活方面 辛亥革命以后，满

族人民大量参加了劳动，和汉族人民

在共同的生产活动中，结下了深厚的

情谊。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时，有不少

汉族人民伸出友谊之手帮助满族兄弟

安家立业，教给他们生产技术。许多

人还互相结亲，认干爹、干妈，每逢岁

末年初或吉祥节日则互相拜访，互赠

礼品。

四川的满族原来与汉族是不通婚

的。在满族本民族内部，富贵之门也

不嫁给贫寒之门，官家也不嫁给兵户

之家。但是，由于满汉人民在共同的

社会实践中，长期地生活在一起，发生

通婚的现象很早就已经存在了。辛亥

革命以后，满、汉通婚已没有任何限

制，双方均有嫁娶。

满、汉风俗的同一过程，是两族人

民长期杂居共处，互相影响，互相吸

收，自然融合的结果。在辛亥革命后，

满族和汉族的文化已经基本融合在一

起，这是满、汉两族文化交流和满族经

济文化发展的结果。并且更有利于

满、汉两族人民友好往来，便于互相学

习、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六)经济生活状况

辛亥革命以后，大多数满族人做

工无艺，务农无地，经营无贷，只好靠

卖劳力谋生，蹬三轮、拉人力车等是他

们不得不从事的职业。他们被认为是

“下等职业者”，常常受到国民党军官、

官吏、豪绅及资本家的侮辱，其心理状

态是“三不敢”和“二怕”。即：“阴天、

雨天不敢出去；小街、小巷不敢去；路



远、出城不敢去。”“一怕军警打骂，二

怕抓去当壮丁。”事实上，车夫挨打受

气的事屡见不鲜，他们成天拉车奔跑，

挣几个脚力钱，除去租车费已所剩无

几，甚至不够一天的饭钱。据调查，在

真武宫 38 户、70 名满族中，一天只能

吃上一顿稀饭的占 80 % ，这就是当时

成都满族贫民吃的“对时饭”。由于过

度的劳累，不少人咯血而死，仅在

1948 年～1949 年间，成都真武宫就这

样死去 5 人。

失业者的生活情景是：“一天吃不

上一顿饭，常年穿不上一身衣，睡觉无

床地上躺，身上无衣披草席。”迫于生

活折磨而惨死者不乏其人，仅真武宫

一处，在 1948 年就饿死 10 多人，有的

一家 3 口都饥寒而死。至于卖儿鬻女

之事，也时有发生。

由于贫困，许多满族男子结不起

婚，在真武宫内约有一半的男子是单

身汉。他们住在庙殿的神像后面，终

年忍饥挨饿。

1949 年以前，成都满族执教、行

医的约有 40～50 人，其中有中学教员

7～8 人，绝大多数为小学教师，还有

极少数在大学任教。据 10 位曾当过

小学教师的人回忆，他们的月收入为

每月 4 市斗米，只够买一件粗布衣服。

他们说：“穿了衣服，吃不饱饭，还随时

受到被排挤的威胁。”

在成都的满族人，许多是“卖泡

菜、卖香烟、卖红薯、卖破烂”的小商

贩。他们要受四种限制：一是受市场

的限制，做小本生意一天卖不了几个

钱。二是受气候的限制，天气一冷身

上没穿的，不敢出门。三是受天黑限

制，经营者多为妇女或老年人。四是

受物价上涨的限制。在物价一日三涨

的岁月里，小商贩无利可图，而且物价

一涨，不仅不能赚钱，还要赔钱。同

时，还经常遭受国民党军警的敲诈勒

索，生活十分难熬。据对成都市真武

宫 8户满族小商贩的资金统计，其中

没有金额在 5 元以上者。

第三节 当代四川满族的政治及经济生活

一、政治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

府对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政

治上切实保证了民族平等权利。1952

年中央颁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

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明确指出：

对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带有歧视和侮

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

匾联，都分别予以禁止、更改或收管。

并宣布不提“满清”字样，“清”是指清

朝，“满”是指满族人民，两者不能混为



一谈。要把广大满族人民同清朝统治

者区分开来，以避免伤害满族人民的

民族感情。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

四川满族完全和当地的汉族人民一

样，享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等自

由权，同时也充分享有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他们积极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

工作，发挥了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作

用，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权利。到 1959

年，满族中已有四川省人民代表 2 人，

成都市人民代表 2 人，四川省政协委

员 1 人，成都市政协委员 1 人。此外，

在省、市、区妇联、青联等机关和人民

团体中均有满族干部。杜琼书(女，骨

科专家)、赵尔密二人就是四川满族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在历届

成都市各区县人民代表中，有满族代

表 46 人；历届成都市人大民族委员会

有满族委员 3 人；成都市少数民族联

谊会有满族委员 9 人。

1949 年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

各条战线，先后涌现出许多满族先进

人物。其中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先进人物、省市先进工作者和劳

动模范 20 余人。1982 年受成都市表

彰的满族先进生产者有 4 人；1987 年

受成都市表彰的民族团结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中有满族代表 16 人；1988 年

出席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人物表彰

大会的有四川满族代表 2 人。据成都

市不完全统计，已有满族党员 43 人，

此外还有不少满族青年工人、学生光

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四川满族群众积极参加街道及社

会治安保卫工作，他们在基层人民政

权的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成都

市满族人民代表关培德协助做好居民

委员会的各项工作，经常向满族居民

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他所处的

地段，没有发生过盗窃、火灾、交通等

事故。关培德多次被评为治安模范，

受到政府的好评和群众的爱戴。成都

市真武宫满族李炎华被选为居民委员

会委员，积极肯干，曾多次协助公安机

关破获案件。在 1956～1958 年间两

次被评为成都市治安功臣，荣获人民

政府的奖励。

二、经济生活

(一)就业

1949年以后，满族人民迅速地摆脱

了职业不稳定和失业的威胁。据不完

全统计，仅在 1953 年成都市就介绍了 75

名满族青年参加机关、学校、团体等单位

的工作。与此同时，对就业素质较差的

部分满民或进行就业培训，或组织他们

参加各种街道主办的生产劳动。

1957 年由中央民委拨专款 5000

元，在成都开办了“满蒙人民汽车修理

厂”、“满蒙人民缝纫生产组”、“满蒙人

民布壳生产组”以及“满蒙人民木材运

输组”等劳动就业部门，组织和吸收广



大满族市民中的无业人员学习生产技

术。这些生产部门仅到 1958 年底，就

已创造产值达 1659707 元。从此，居

住在成都真武宫、关帝庙、同仁工厂中

穷苦无靠的满族贫民，有了职业，开始

了新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成都部分满族职业变化情况表

(二)贫困救济

人民政府一方面积极领导和帮助

满族人民从事生产劳动，另一方面对一

些困难的丧失劳动能力的满族人民发

给救济金和实物。据 1953 年成都市的

不完全统计，得到救济款的满族群众共

计39 人。其中得到一次的 8 人，得到 2

次的6 人，得到3 次的11 人，得到4 次的

10 人，得到 5 次的 4 人。在真武宫、民生

里的满族总人口中，约有 80 % 左右的满

民得到过人民政府的救济。有的还得

到特殊照顾，由人民政府发给棉衣、棉

被、单衣等物。他们感激地说：“只有共

产党和毛主席才真正关心我们满族人

的生活。”1957 年，成都市民政局负责同

志还亲自到民生里调查了解情况，拨给

专款修补房屋，改善了满族市民的生活

和居住条件。

四川满族人民的生活，不仅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变化显著，而

且在 50 年代后的几年中也有较大地

改善和提高。以真武宫、民生里和乡

农寺 3 个点的 15 户满族调查为例，其

10 年间的变化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成都部分满族生活条件变化情况表



(三)文化及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收

入逐年增多，广大满族人民的物质文

化生活及医疗卫生状况得到了相应地

改善和提高。

满族学生在报考中等以上专业学

校时，在同等条件下，得到优先录取的

照顾。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国家发给

助学金或免收学费。仅在 1953 年间，

成都市就有 16 名满族男女青年入学

深造。50 年代以前，在成都地区的满

族劳动人民子女中，少有在校学生，而

50 年代以后适龄满族儿童大都能上

学读书。1958 年在真武宫办起了一

所小学，在校满族学生有 20 多名。此

外，政府还开办夜校、业余学校、速成

识字班等，通过多种途径帮助满族人

民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在医疗卫生方面，满族人民的健

康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他们的居住条

件及环境卫生状况均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各级人民政府免费发放药物在满

族集中居住区消灭蚊蝇。与此同时，

医疗卫生部门还定期去真武宫为满族

群众打预防针，防止疾病发生。这里

的满族积极响应党和政府提出的“爱

国卫生运动”的号召，经常开展卫生评

比活动，并涌现了不少先进模范人物。

成都的真武宫、乡农寺、民生里等院落

都被评为卫生模范单位，并且在报上

受到表扬。昔日被称为“叫花子”院的

真武宫，50 年代以后修葺一新，每家

每户、屋里屋外都干干净净，“爱清洁，

讲卫生”已成为广大满族劳动人民的

习惯。

在良好的卫生环境和精神心态的

影响下，四川满族人民的健康水平也

迅速得到提高。满族人口逐年增长，

到 1958 年，真武宫已有满族 102 人，

较之 1949 年以前的 70 人增加了 60％

左右。人民政府不仅为满族劳动人民

提供免费医疗，经常打预防针，而且还

组织专人照顾和帮助孤寡老人的生

活。

四川满族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

从事医疗卫生、科研教育、文化艺术的

满族知识分子相当多。据四川省民族

研究所 1990 年统计，在四川的少数民

族高级专家中有满族 115 人，约占全

省少数民族专家总数的 18．5 % 。其

中有教授级专家 16 人、副教授级 99

人。其职业分布状况为：研究员 1 人，

副研究员 2 人；教授 8 人，副教授 18

人；主任医师 3 人，副主任医师 7 人；

一级编剧、一级文学编辑各 1 人；一级

演员 2 人。此外，还有不少专门人才

活跃在科技文教、经济、体育文艺等领

域。随着四川经济建设的发展，在成

都、重庆、涪陵等地的大中型企业中，

也有一定数量的满族干部和职工，他

们为振兴四川经济，促进民族团结做

出了贡献。



第四节 习俗及信仰

一、服饰、饮食、居住、婚丧、节日

风俗是一个地方或民族长期形成

的风尚习惯，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共同

心理素质。在长期与汉族杂居的四川

满族，许多习俗已与汉族趋于一致，但

在衣、食、住及婚丧节日等方面，仍保

持了固有的民族传统。

(一)服饰

清初满族衣袍式样特点是无领、

箭袖、左衽、四开衩、束腰，处处显露出

骑射民族的风格。在满族南迁至辽

沈、入主中原进至四川后，与汉族杂居

共处，服饰受汉人“大领大袖”的影响，

窄袖长袍已不适于下水耕田作业，箭

袖变成了喇叭袖，四开衩变为左右开

衩。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代表

固有习俗的箭袖袍也时兴时废。辛亥

革命后，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满族男

女都穿直统式的宽襟大袖长袍。女性

旗袍下摆至小腿，有花卉等纹饰，男性

长袍下摆及踝无纹饰。40 年代后，旗

袍又经历了一次变化，男性旗袍被废

弃，女性旗袍式样变化，逐步形成今天

的样式。在以旗袍为主要服饰的旗装

中，还有一些极富民族特色的服装为

满族人民所喜爱，如马褂、坎肩、套裤

等。值得一提的是一种带袖坎肩——

“鹰膀”，它以天青二蓝为上色，为八旗

子弟骑马之着装，式样剽悍大方。

(二)头饰

最能表现四川满族独特民族气韵

的要算头饰。满族少年到结婚年龄，

则剃去前额短发，只留颅后发，梳成一

根长辫垂于脑后，这种发式一直保留

至清末。在清统治近 300 年中，“剃发

梳辫”为满、汉等民族的共同发式。满

族女性发式不同于男子。未婚时额前

发将鬓掩住，婚后才显出来。一般旗

女以梳两把头为常，即将两边头发都

捋到顶心，然后从中央分开，头两边各

绾一个髻。除此之外，脑后发还绾起，

紧贴后脖颈，呈燕尾形，故称燕尾式。

这一发式配上高领旗袍，看上去体态

雅致，挺直潇洒。

满族戴帽因季节不同而异。夏天

戴凉帽，冬为冬帽，也可戴便帽。便帽

是圆形六瓣，这是取“天下六合一统”

之意。帽顶上还有红结或黑结。

满族女子无缠足之苦。清朝时

候，妇女足履高底木质的旗鞋，男子则

穿靴。官员着方头靴，一般旗人着尖

头靴。至民国时，男子多着便鞋，妇女

喜穿绣花鞋。

(三)饮食

四川满族的饮食文化也颇富民族

特色。主食品种丰富，特点是酸、酥、



粘、凉。最喜欢吃的是饽饽，满族多以

做饽饽的多少来互相炫耀，以示丰足。

饽饽种类较多，形状各异，有豆面饽

饽、苏叶饽饽、牛舌饽饽等。有些满族

食品还深受其他民族喜爱，如“萨其

玛”、“驴打滚”。此外，火锅也是四川

满族传统的饮食风味，自清以来一直

传承不衰。成都地区火锅多以羊肉为

主料，俗称“涮羊肉”，同于北方。四川

满族喜食肉类，而以猪肉为大宗，不同

于北方；但也有牛羊肉。如以羊肉为

原料的“全羊席”，则更是满人的佳肴

盛宴。烤制或熏制肉食也是满族的传

统风味，如红烧肉、熏鸡、烧鸡。满人

还喜食酸菜，爱饮酒，用酒泡药材之俗

尤为盛行。

(四)居住

成都满城位于大城以西，始建于

康熙 57 年(1718 年)。由于清王朝的

禁令，大城居民不允许进入满城，满城

内的满人不允许与大城外沟通来往。

城内街巷星罗棋布，绿树成荫，金河穿

城流过，是个风景独特的满人居栖地。

一排排的官街胡同不像汉人住房那样

鳞次栉比，而是每户人家都有座庭园，

每个庭园相间数米，空隙处种花植树，

庭园中还挂了一排排鸟笼。种植花草

以及养鸟已成为当时四川满人的民

风。每户院子中，还竖了一根一丈多

高的“梭罗杆”，杆呈黑色。在高杆顶

约五寸处，设一杆斗。每逢祭祖时，杆

斗内的五谷杂粮与动物肝脏用来喂乌

鸦。因为在满人眼中，乌鸦是恩鸟，是

否极泰来的象征。民国时期，由于特

权中止，迫于生计，四川满族中的一些

下层民众不得不搬出“围城”而与汉族

杂处同住。

(五)婚丧

四川满族近现代的婚嫁习俗，出

现了本民族古俗和汉族婚俗相融合现

象。他们的婚俗文化里显然渗透了较

多的汉族风俗色彩。男女结婚大都采

纳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算八字，送

彩礼。但与四川汉族不同之处在于汉

人接新娘是在白天，满人却是在半夜。

男方于当天设宴招待宾客，当晚二更

时许才摆酒席，一直吃到三更才用花

轿去接新娘。新娘下轿后，先同新郎

跪拜弓箭，然后拜天地后才入洞房。

在洞房门口有两个武士手执出鞘的雪

亮大刀，一待新娘进房，就哗啦一声将

刀插入鞘内，使新娘受到惊吓，为的是

“镇煞去邪”。新娘进房后，等候新郎

来揭盖头，揭了盖头后新郎出去，剩下

新娘一人，面对喜神盘膝坐定，如同参

禅一般，不许伸腿和大小便，不吃不

喝，更不能讲话，一直坐到次日午夜，

整整 16 个小时。

清时四川成都旗营丧事也有许多

与汉人不同之处。满族祖先在东北时

曾采用过土葬、火葬、树葬、兽葬、水葬

等丧俗。进入四川地区后，由于受汉

族土葬习俗影响，满族的土葬之俗历

经了数百年之久。不过，丧事全由出



嫁的姑奶奶作主，遗体横卧堂中，头朝

东脚向西，姑奶奶未到不得入殓。出

殡时，孝子持白幡，男左女右，女婿持

小红幡，待姑奶奶到场并允许时，孝子

方敢填土。如姑奶奶不做声，任何人

都不得擅发号令。

(六)节日祭典

为保持满族的传统，成都满族旗

人尤重祖宗家规。每年大都要举行一

次祭祖典礼。这一典礼一般在每年农

历的二、八月，择其上旬或中旬吉日进

行。祭祀先在祖先神位前摆设供桌，

安放香蜡烛台，燃点高香大蜡，以示庄

严隆重，也带有喜庆气氛。祭祀时要

燃放鞭炮，男性家长带着男性家属分

长幼行礼，家长奠酒，行三跪九叩之

礼。然后是女性家长带领女眷行礼。

有时这两个步骤也是同时进行的。满

族祭礼还有另一种形式是祭“祖宗竿

子”，在祭典之前，先从匣子中取用五

色线合成的长绳拴在竿上，绳上还拴

有四五寸长的红蓝布条，红色代表女

性，蓝色代表男性，各写历代男女名

字。出生一人，就增加一条，女子出嫁

后就取下一条送到丈夫家里。祭祀完

后，五色线和红蓝布条仍被庄重地放

回匣子中。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满族的习俗

不断发展变化着，由于汉俗的影响渗

透，加快了这一过程。一些旧俗被改

革、淘汰，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基础上，

另一部分也向着从简的方向发展着，

不断为这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注入新的

活力。

二、满族的尚武精神与体育运动

满族原本是我国北方的骑射民

族，尚武之风颇盛。到了四川，虽然环

境有了改变，但尚武之风犹存。

居住在成都的满族同胞提倡“清

语骑射”。其中所谓“清语骑射”指的

就是要熟悉弓马，保持满族勇武的民

族传统。在嘉庆、道光以前，满城内的

满族人的生活较有规律，早上黎明即

起，漱洗之后，奏乐升旗。上午弓马骑

射，刀光剑影，打杀之声不绝。每年大

操，将军副都统在演武厅检阅升降官

兵，鼓励勤习骑射。但是，咸丰以后，

洋烟传入，不少人吸之成瘾，骑射之风

逐渐松弛。清时，亦有少数八旗子弟

由于喜习拳棒，而医术亦精。除了名

扬中外的正骨科专家杜自明老先生

外，在成都地区，较有名的还有安明

山，镶蓝旗人；有子林，镶白旗人。

三、满族的宗教信仰

满族在东北时信奉萨满教，有一

系列繁杂的祭祀活动，如祭祖、祭天、

祭星等。来到四川定居后又受到佛

教、藏传佛教影响，也崇奉释迦牟尼、

观音菩萨、关圣帝、蒙古神等。佛教与

其他宗教的渗入，正是满、汉、藏、蒙文

化融合的反映。在四川满族的宗教信

仰上，虽信仰佛教，但仍沿袭萨满教礼



仪。祭祀时，先将佛、菩萨、关圣帝等

请至户外南墙山神龛里，然后再杀猪

祭祖、祭天。萨满教的宗教活动延续

到20 世纪 30 年代。民国初年，祭祖

祭天活动还很兴盛。但由于时代潮流

的冲击，科技文化的普及与发展，萨满

教的宗教活动如今已逐渐消失。

四、满族与四川京剧

清末京剧传人成都，但仅限于满

族中间。当时的八旗子弟已对骑射淡

漠，而好声色游乐。那时满城内有座

坐落在荷花池畔的小茶馆，终日弦歌

不绝，为数不少的满族戏迷来此操琴

吊嗓，吹拉弹唱，于是这座小茶馆竟成

了成都京剧的“发源地”。当时的成都

人尚不知京剧为何物，对满族这种与

川味大相径庭的唱腔，统称为“京二

簧”。清朝被推翻后，汉人也加入茶馆

坐唱，于是成都京剧逐渐发展起来。

园内茶馆成为成都满汉京剧爱好者最

早聚会的中心，取名为“永聚茶园”。

满族最先把京剧引入成都而且再传至

其他地方，有力地促进了四川文化艺

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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